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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荷兰作为典型多语种并存、多文化交融的欧洲国家，拥有着出色的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设计。本文

选取荷兰外语教学作为参考对象，通过官方数据分析、法律文献研读，在概述荷兰外语教学现状及特点的基

础上，探究该国外语教育规划的价值取向、在该理念下课程的设置与管理及其对民众多语种意识和外语能力

的深远影响。随后，本文在外语教育规划理论视角下，结合中国外语教学现状，探讨现实原因、政策影响以及

背后逻辑。最后，本文参考借鉴不同历史时期荷兰实施的外语教育政策，对我国外语教学提出三点启示：

（１）培养学生多语种意识，鼓励学习非通用语；（２）保障教学质量，保持课程目标与评价标准的一致性；

（３）设置国家级外语教育规划机构，外语政策制定过程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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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言规划是一种系统的、合理的、基于理论的解决社会层面语言问题的工作，其由政府
和行政部门推行，以提高社会福利为目标（Ｇｒｉｎ　２００３）。外语教育规划作为语言规划中不可
忽视的目标和焦点（Ｃｏｏｐｅｒ　１９８９）以及语言教育规划的一个重要分支（沈骑２０１９），在经济全
球化的背景下已经成为一种战略资源和强势竞争力。束定芳（２０１１）在分析对照德国的英语
教学后，提出需准确定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内容以及有针对性地编写外语教材，以此实现国
内外优质教学理论经验于中国之应用。谢倩（２０１５）综合考察英国国家语言战略后，认为我
国区域语言教育政策须以国家的整体语言战略为导向，培养不同领域的外语人才，以加强社
会化外语教育与国家语言战略的联系。

研究荷兰外语教育规划政策，洞悉一个国际化定位的发达国家如何制定并实施成功的
外语教育政策，对巩固外语教育的地位有着积极意义。虽然中国的国体国情与荷兰有很大
差异，但荷兰的语言政策，尤其是在外语教育政策上的成功，对于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
和改良有着启示及借鉴作用。本文描述荷兰外语教育政策的现状特点及成效，参考和借鉴
其外语教育政策框架发展中出现的机遇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荷兰外语教学可能为我
国外语教育规划带来的启示。

一、荷兰外语教育规划的发展历程

欧洲发达国家大多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在２０２１年英孚全球英语能力指数排名①

中，荷兰高居１１２个国家和地区中榜首。荷兰作为典型的欧洲多语种并存、多文化交融国家，

英语普及率仅仅低于英国，这与荷兰政府在荷兰外语教育规划与传播过程中发挥的核心作
用和语言教育政策制定中呈现的多元性有着紧密联系。荷兰通过其教育部（ＯＣＷ）下属部门
“荷兰课程规划组织”（ＳＬＯ）对课程教育（包括外语教学）进行规划和推广。ＳＬＯ将教育各方
相互联系起来，分析各方对语言技能的需求后提出具体课程建议。

荷兰的官方语言是荷兰语，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下的西日耳曼语系，是荷兰、比利
时、苏里南和阿鲁巴、库拉索及荷属圣马丁的官方语言，在荷兰全境和比利时北部的佛兰德
斯地区通用。截至２０２１年，全球约有２４００万②荷兰语母语使用者。１５世纪末，西班牙、葡萄
牙以及德国移民入境荷兰，这三个国家的语言及文化开始在荷兰境内传播。１６世纪世界经
济贸易往来频繁，作为欧洲物流枢纽的荷兰为了满足外国客商的生活学习需求，开始提供法
语、英语、意大利语及西班牙语的配套教育支持。１７世纪，由法国移民在荷兰创办的法国学
校（负责中等教育）开始教授日常唯一一门外语———法语。然而，由于外语教育系统长期缺
乏管制，外语教学质量低下，乱象频出，１８世纪的荷兰知识分子呼吁外语教学改革。

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９９７）以外语教育的不同阶段以及相关法案颁布的时期为标准，划分荷兰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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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育规划的发展阶段。本文在借鉴其分类的基础上，以历史时期为划分标准，细化荷兰不
同历史阶段的外语教育规划，将起步于１８世纪末的荷兰外语教育规划发展分为以下五个
阶段。

（一）荷兰外语教育规划的起步阶段（１７９６—１８５７）

相比于欧洲其他国家，由于航运业和进出口的需求，作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其政府
和商业界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早也更清醒地认识到荷兰人对于外语技能的依赖。荷兰公共
教育体系的建立起步于１８世纪末期，当时的想法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引入外语教育。然而当
时的外语不被看作公民的必备技能，外语教育的地位一直被边缘化，外语没有成为一个独立
的学科。

《１８０６年法案》作为荷兰历史上第一个与外语教育政策相关的法律法案，明确提及外语
是可以在基础教育框架下教授的科目。法案在教师考核手册中明确：“受试者选择任何一门
希望被考核的语言。先读出来，接着翻译出来。也可以将文本翻译成目标语言，或者随手写
出目标语言的任何文本，从中看出受试者发音、正字法、语法知识以及对这种语言的认知掌
握程度。”随着该法案的颁布，荷兰开始区分公立和私立教育，外语教学也在公立小学一点点
普及。１８３９年，海牙的拉丁文法学校首次引入“第二学部”（Ｓｅｃｏｎｄ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的概念，计
划在公立中学里教授更多包括外语在内的实用性科目。“第二学部”的顺利建立意味着荷兰
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公立中学教授外语，并且由政府支付费用。这为往后５０年外语教学在基
础教育阶段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荷兰外语教育规划的发展阶段（１８５７—１８７６）

该时期荷兰外语教育规划的发展主要依靠法案的拟定和颁布。虽然法语在整个１８世纪
都是荷兰最主要的外语语种，但民众对英语和德语的学习兴趣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显
著提升。然而在荷兰的文法学校，依然只提供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相关课程，其他所有学科都
由私立学校担任教学。这大大打击了中产阶级对外语学习的积极性。《１８５７年法案》对之前
的法案进行了修正，旨在解决“外语教学属于基础教育还是中等教育”的问题。尽管在当时，
外语教育更符合后者范畴，但《中等教育法》未出台，必须等到相关法律出台后，才允许在公
立中学教授外语。与此同时，拉丁语学校开始接受外语教学活动的赞助，荷兰地方政府因此
也允许赞助者对中等教育的外语教学活动进行资助。
直到《１８６３年法案》颁布，荷兰政府才开始重视中产阶级的外语教育。当时由国家出资

改革中学教育系统，规定不应过多从国家层面干涉学校的实际教学，教学内容将由当地政府
及教育机构自主决定。在新改革的中学教育体制下，法语、德语、英语及相关文化课程都被
列为五年高中教育的必修科目，学校和教师被赋予了教学相对自主权。但政府也要求中学
毕业考试需在监察局的监督下进行，以确保学校间的教学质量、学生的语言能力评价标准不
存在太大分歧。此外，外语教师的师资力量也同样受到重视。外语教师必须在接受系统的
外语教育培训且通过外语教师资格考试后，方可进入中学教授相应外语。之后的２０年里，荷
兰政府逐渐将外语教学从基础教育延伸至高等教育，并赋予其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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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荷兰外语教育规划的探索阶段（１８７６—１９２０）

《１８７６年高等教育法》奠定了外国语言文学在荷兰的学术研究基础。它规定：五年内至
少要在一所国立大学设立一个或多个外语系主任的教席。１８８１年，格罗宁根大学任命了荷
兰第一位外语教授，负责德语语言文学和英语语言文学的教学。三年后，任命了法语语言文
学的系主任。至此，荷兰的外语教育已经在政策和法案的支持下，从最初的基础教育完全进
入高等教育的规划中。当时被荷兰政府采纳用于保障教学质量的高中毕业考试也仍沿用至
今。之后的４０年里，相关部门不断试错，对第一个正式推出的考试方案做过两次大改动，目
的是希望“通过一个试错系统对实际外语教学经验进行调整”（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９９７）。
一线外语教师也在为教学调整积极建言献策。外语教师通过自己的课堂教学经验分别

对教学目标、课程大纲、教学方法以及考试评价标准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并提出相应调整
意见。比如，因为毕业考试的“后效”给课程带来过多负担，大多数教师呼吁简化考试流程。
此外，１９１９年开始实施的课程大纲对学生的口头以及书面技能做出了更多的要求。大纲要
求教师专注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因此毕业考试翻译笔试的时长从１８８１年的半小时延长至
两小时。该规定对于普通高中和文法学校的要求都是一致的，目的就是要求学生在高中毕
业时能熟练掌握并运用将在大学学习的语言。

（四）荷兰外语教育规划的巩固阶段（１９２０—１９６８）

１９１１年，荷兰现代语言教师协会终于成立。这是自１８８２年欧洲英语教学改革运动以
来，荷兰成立的首个官方教学机构。改革运动不仅对教师群体进行了规范化管理，还对荷兰
高中的外语考核形式进行了相应调整。２０世纪初，五年学制的普通高中取消毕业语法考核
项目，同时取消语法入学考试。取而代之的是翻译笔试和外语语音及口头表达能力测试。
与此同时，外语文本翻译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文法学校笔试考核的唯一科目。目的均
是为了统一教学大纲，实现日常交际的教学目标。由此可见，发展语言交际能力是荷兰高中
外语课程的首要目标（Ｌａｍｂｅｒｔ　＆Ｂｅｒｇｅｎｔｏｆｔ　１９９４）。
此外，由于“二战”后荷兰向美国等英语国家倾斜，法语和德语在学校的授课量遭到削

减，被转为选修科目。英语作为荷兰学生在学校的唯一一门外语，被列为１０岁及以上学生在
校的必修科目，增加相应课时量。其中，在外语教育规划巩固阶段颇有影响力的一项变化就
是１９３７年普通高中引入的一门以经济和语言为导向的 ＨＢＳ—Ａ课程（Ｂａｒｔｅｌｓ　１９６３：４６
４９）。该课程将中学外语课从每周４１节增加到每周５３节，使外语课的周课时量占据了将近

１／４的教学总课时。该课程内容丰富、教学形式多样。在高等教育领域，虽然外语专业的学
生可以在大学合法学习外语，却无法获得相应学位。直到１９２１年《学术法规》的颁布，外国语
言文学在荷兰的高等教育里才被正式确立为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

《１９６８年大法案》（Ｔｈｅ　Ｍａｍｍｏｔｈ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６８）的颁布形成了荷兰现代中学外语教育的
雏形。该法案标志着荷兰外语教育政策的转折点，因为政府部门开始解决调整在中等教育
阶段的外语教育问题，并关注外语教学的内容。在新的外语教学框架下，所有学生都有机会
在中学阶段至少学习一门外语，许多学生学习两门或三门。该项法案还赋予学生自由选择
两到三门外语作为考核科目的权利，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必须参加三种语言（法语、德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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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考试。虽然这只是一个综合性法案，但它已经开始关注外语教学的方法和技巧。新大
纲注重学生对“接受技能”和“产出技能”的掌握，而翻译不再是学习和考试的重点。《１９６８年
大法案》深刻改变了荷兰外语教育实际，也为后期的变革奠定了基础。随着这一法案的通过
和实施，荷兰的中等外语教育真正进入成熟期。荷兰外语教育界致力于对教育体系进行结
构性改革，强调课程的严谨性，并致力于审查现有课程大纲，对外语教学方法和技巧给予了
前所未有的重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正规的中等教育师资培训机构得以成立。

（五）荷兰外语教育规划的完善阶段（２０世纪末至今）

１９９０年欧盟成员国的ＬＩＮＧＵＡ计划旨在从数量和质量上提高外语知识，以提高欧洲共
同体之间的交流能力。同年，为了响应号召并满足荷兰外语供给需求，荷兰教育部任命了以

ｖａｎ　Ｅｌｓ为领军人物的工作组制订和执行“荷兰国家行动计划”（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ＡＰ）。ＮＡＰ作为荷兰沿用至今的长期外语教育规划，明确规定教育体系中不同
部门的相关责任及作用，详细规定了不同层次的学生需要接受外语教育的时长，以及外语教
育体系中不同阶段应该掌握的外语技能水平（鲁子问，詹先君２００８）。该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为如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了先进经验及政策榜样。
该计划由两部分组成：对荷兰的外语需求和供应状况进行全面调查，以及为解决荷兰外

语教育的现有问题和可预见的未来阻碍提出具体建议（Ｔｕｉｎ　＆ Ｗｅｓｔｈｏｆｆ　１９９７）。为了确保
荷兰国家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荷兰政府先后成立工作组（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国家语言局（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ｆｏ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国 家 课 程 发 展 研 究 所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和国家外语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等组织机
构，以监管和协调ＮＡＰ的实施（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９９７）。ＮＡＰ的工作人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任
务是通过跟踪数据差距，结合市场的需求，分析及提出未来解决方案，提高政府机构和行业
对外语学习重要性的认识，协调机构和部门之间的活动，从而巩固外语教育在荷兰教育中的
地位。

ＮＡＰ主要关注荷兰目前及未来外语的需求问题；所教授外语语种及具体语言学习内容
问题；外语教学与外语供需平衡问题。工作组将外语教育的提供方、使用方和权威意见结合
成为一个系统的网络后，拟定了以下方案：

１．严格控制学生在中学阶段可选择的外语数量。ＮＡＰ建议限制向中学生提供的外语语
种数量，此举一是为了避免外语教学资源的分散，二是为了加强不同教育类型之间的联系。
鼓励学生在传统外语（英语、法语、德语）中进行选择，从而精进语言水平、达到交际水准、贯
通该语言的文化背景、阅读相关文学作品，而非盲目增加可供选择的外语数量。

２．强调教育系统间的协调合作。中等教育第一阶段结束后学生应达到的语言水平，应
有助于其在之后高等教育或中等职业教育中语言课程的构建及学习。同时，这也有助于消
除学生半途而废的想法，防止他们在中等教育第一阶段结束后就放弃外语学习，无法获得任
何外语能力。此外，计划规定：中等教育第二阶段的学生可以获得同一语言课程中一个或多
个不同部分的单独证书。这样一来，学生的外语能力就能更好地适应高等教育或商业的要
求。然而，这种证书制度确实可能导致学生过度强调功利性的语言技能，从而使外语课程中
的非功利性内容，如文学，被不合理地忽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同样需要对所获得的证书

５５



中国语言战略 　

的数量和类型进行限制。

３．制定全方位外语教学目标的总体框架。该框架应独立于语言和学校存在，可以使教
育系统的各个部门以及各门外语之间达成更多的协议。ＮＡＰ在荷兰外语教育规划史上的重
要性就在于它将外语教学提上了政治议事日程（Ｒｅｎｉｑｕｅ　１９９７）。放眼整个欧盟，“荷兰国家
计划（ＮＡＰ）”制定和实施的原因除了满足当时外语教学科研的需求外，１９９２年欧盟签订《马
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的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也让荷兰重新思考其民众的语言技能是否足以
应对开放市场带来的新机遇和挑战。此外，ＮＡＰ提出一种想法，即学生不一定都以同样的强
度学习外语课程，而是可以根据未来的学习领域因事制宜。针对四个不同的教育阶段（基
础，初中，高中，高等），政府部门设立了四个分管部门进行针对管理，每个部门相对自治。四
个分管部门对外语教学发展的结果和成效进行年度汇总，以实现各教学阶段外语教育规划
的脉络贯通、互通有无。

二、荷兰外语教学体制

荷兰实行１２年（５—１６岁）全日制义务教育，分为公私两类。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荷兰
在学前教育阶段早期语言学习的教育规划上花费的时间最多（Ｅｘｔｒａ　＆ Ｙａ　ｇ̌ｍｕｒ　２０１２）。荷
兰现行中等教育分三类：普通高中（ＨＡＶＯ）、职业高中（ＶＭＢＯ）、大学预科教育（ＶＷＯ）。根
据欧盟官方的统计数据①，２０１９年荷兰不同阶段学生选择学习英语的比例为：基础教育阶段

４４．１％；中等教育９７．６％；普通高中１００％；职业高中６８．２％。选择学习德语的比例为：基础
教育阶段０．６％；中等教育４９．６％；普通高中４３．６％；职业高中１０．３％。除此之外，还有学生
选择学习法语、西班牙语；部分选择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希腊语、中文等。尽管此语种选择
多样化的现状与上文ＮＡＰ首条规划“严格控制学校外语数量”的实施大相径庭，但ＮＡＰ为
一项至今仍在实行的长期计划，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认为导致该趋势之成因有二：
（１）相较于二三十年前的外语教育规划，更大比例的荷兰人在中学教育中已达到三门传统外
语的最高水平；（２）随着时代发展，不仅需要学习更多门外语的人数在增加，社会的进步也需
要多元语言资源的辅助。

（一）中小学外语教育

荷兰法律规定，小学阶段，每年提供９４０个小时的教学，其中１０—１２岁的学生要学习

８０—１００小时的英语课程，少数学校从４岁起就开始教授英语（Ｋｕｉｋｅｎ　＆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ｉｎｄｅｎ
２０１３），各个学校的教学时间可以有所不同。中学阶段法律也同样规定了最低课时数。在

ＨＡＶＯ或ＶＷＯ的前３—４年，每年提供１０４０小时的教学；在中等教育的最后几年，学生必
须接受至少１０００小时的授课。高中备考的最后一年，年课时数降至７００小时。以海牙的

Ｄａｌｔ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为例②。作为一所传统普通高中，学校从一年级开始开设英荷双语课程，

若学生选择文理结合双语教育，在低年级时将有超过一半的课程为全英语授课。此外，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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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高年级学习拉丁语或希腊语的文化课程，该课程每周大约３节授课。

此外，高中英语教材由隶属于荷兰国家教育、文化和科技部的国家课程发展研究中心
（ＳＬＯ）主管。虽然荷兰学校受中央政府指导，但由地方控制。教育部制定政策，但不能规定
具体如何执行政策。每所学校与地方市政当局合作，各自决定教育部所设政策目标的实施
细节（Ｈｏｏｋｅｒ　１９９１）。

（二）大学英语教育

荷兰的高等教育分为应用科技大学和研究型大学。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的数据表明①，在应用
科技型大学，５％的本科课程和２５％的硕士课程完全用英语提供。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在研究型
大学所独有的本科课程中，每５个课程中就有１个是用英语提供的，不同的研究领域有很大
的差异。６５％只用荷兰语教学，约２３％的课程只用英语授课，１２％的课程用多种语言授课。

在研究型大学的硕士阶段，７４％的课程仅以英语提供，１６％仅以荷兰语提供，１１％以多种语
言提供。截至２０１８年，约有８万名荷兰学生和４万名国际学生在荷兰就读于完全用英语授
课的学习课程。英语在荷兰各阶段的外语教育规划中都占主导地位，在高中阶段更是必修
课程。荷兰教育强调适应性发展和多样化的学习方法，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体验生活。重
点不是以考试和升学为目的而死记硬背，而是强调学以致用，提升学生的个人发展及社会交
往，从而推进欧洲多元语言共存进程。

三、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现实问题及荷兰模式的启示

根据沈骑（２０１７）对研究现状的总结，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现有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首
先，外语教育作为国家资源，如何与国家战略齐头并进，如何从提升国家外语能力出发进行
中国外语教育改革。其次，我们对全球多个地区的外语教育规划进行了考察，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为中国外语教育规划汲取国外经验。最后，外语教育规划的跨学科属性不容轻视，

其与其他学科的理论探索决定着中国外语规划的发展方向。

（一）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现状及特点

中国当前外语教育规划中的重点目标语种为英语，教学目标从文化素质培养转变为言
语交际训练，具体展现外语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根据２０２２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英语
课程标准》，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从小学三年级开设英语课，授课时长为每周３—６课时，每
课时４０分钟；高中英语课每周５—６课时，每课时４５分钟；高校非外语专业学生需必修１—２
年的外语，每周４个课时，每课时４５—５０分钟，且该外语多为英语。由此，我国学生从基础教
育阶段到大学阶段，接受长达１２年的英语教育，英语成为我国外语教育规划中普及率最广、

时间最长的课程之一。此外，２０１７年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
准》鼓励各高中在英语、日语、俄语第一外语的基础上，开设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为第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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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考生可任选其一参加高考。２０２０年教育部开展该三种语言的教材编写和送审工作，要求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体现学科核心素养，把握学生外语学习规律，合理编排课
程内容。
在高等教育领域，跨文化素养成为２１世纪以来我国外语教育规划新阶段的培养重点。

２００１年教育部为小语种人才管理建立了“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２００３年“高等学
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重点关注高校外语的教学质量（王守仁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教育部
设立了“特色专业建设点”，以促进非通用语种的学科发展（丁超２０１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要求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化人才。随着２０１５年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小语种热”也被再度掀起。
国家语言及文字委员会是为我国制订语言政策和计划的国家机关，隶属于国务院办公

厅。其职能主要为“研究在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中应用的具体实践和理论问题；研究汉语文
字的规范性与标准化；研究语言政策与语言计划；进行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使用的监测
和调研；培训测评我国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工作人员和相关技术管理工作；开展有关社会
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网站建立和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①。由此得知，中国当前
的汉语规范重点包括普通话教学与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社会地位规划及其本体规

划，在外语方面的规划仍没有上升至国家法律层面（李宇明２０１０）。截至目前，中国既没有像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ＣＥＦＲ）一样统一的外语能力标准，也没有像荷兰Ｎｕｆｆｉｃ认证（证实
教育背景与语言成绩）一样统一的外语能力认证机构，更没有专门负责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
的机构。仲伟合等在报告（２０１６）中指出，目前我国整体没有连贯且长期的外语战略规划与
制度系统构建，在外语语种的规模和布局、外语人才的总量与水平、外语教育教学层次之间
的衔接等方面，都缺乏一条长期的外语教育战略规划。

（二）荷兰外语教育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结合上文对荷兰外语教育规划以及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现状和特点进行梳理和分析，
本文从以下三方面提出启示。

１．培养学生多语种意识，鼓励学习非通用语
回顾荷兰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历史，从《１８０６年法案》到《１９６８年大法案》，无论是在１８

世纪，因为与法国的商业贸易往来加强，法语成为荷兰文化景观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从而掀
起“法语爱好”（Ｆｒａｎｃｏｐｈｉｌｉａ）的狂热现象；还是“二战”之后，人们对少数民族语言以及英语态
度的转变和倾斜（Ｂｅｙｋｏｎｔ　２００２）。荷兰的外语教育政策拟定都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特
点：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为需要，以外语教育为基础，以职业应用为导向，培养学生的多语种
意识。将多元语言学习当成一种能力，从小树立学生语言文化多样性的概念，为培养专业外
语人才打好基础，强调高质量外语教育是荷兰政府极具高瞻远瞩的教育规划。
虽然与荷兰相比，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先天不足在于我国没有庞大的多语种社团，然而

理念引领行动。徐锦芬、潘晨茜（２０２１）认为，我国当前培养多语种意识的核心不仅对标欧洲
理事会对外语教育规划的定位，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能够潜移默化地提升学习者的语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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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职能介绍＿中国语言文字网 （ｃｈｉｎａ－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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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从而通过感知构建多语言格局。教育部２０１６年出台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
动》为鼓励非通用语种的学习提供了理想的平台。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家整体发
展的背景下，培养多语种人才，增强国家外语实力是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改革方向（杨荣华，
任冰清２０１７）。该政策明确提出需加强语言互通能力，培养适应国家需求、通晓国际规则、具
有良好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国际理解能力的复合型外语人才。他国历史经验启发我们，中国
的外语教育政策不仅要跟上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还要大力鼓励培养非通用外语人才，从战
略层面确定语言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学习外语的目标和途径。根据战略、经济、贸易的需要，
以社会经济发展为目标，确定“一带一路”沿线语种的市场价值，通过不断调整外语教育规划
策略实现战略目标。

２．保障教学质量，保持课程目标与评价标准的一致性
回顾荷兰的政治文本和课程政策不难发现，中学阶段的外语课程是其外语教育规划的

重点，英语是荷兰中学必修课程。由政府带头调查确立以英语语言交际能力为中学英语课
程目标，可有效避免英语课堂由于“百家争鸣”而造成的教学质量低下。并且，以此教学目标
为导向拟定语言评价标准，尝试语言旁听（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ｕｄｉｔ）等更灵活且积极有效的外语能力
培养政策，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保障了英语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除了《欧洲
语言共同参考框架》这一语言评价标准，荷兰的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从听力、口语、阅读、写作
和社交五个方面划分出六个连贯层次（Ａ１、Ａ２、Ｂ１、Ｂ２、Ｃ１、Ｃ２）。以英语社交技能为例，规定

ＶＭＢＯ学生需达到Ａ２—Ｂ１标准，ＨＡＶＯ达到Ｂ１标准，ＶＭＯ则需达到Ｂ２标准。不同的高
中类别有着不同的英语课程目标，所对应的培养要求和评价标准也不尽相同。由此可见，荷
兰政府对英语教育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保障教学质量，以相应的英语评价标准为纲领，对学
生的英语知识和运用能力提出详尽明确的目标。
反观我国，不同教育阶段的课程标准的官方文件名称、课程要求及目标持较低的一致

性。近年来有研究者（龚亚夫２０１４；苏琪２０１５；李静２０１６；蔡永良２０１７）认为，缺乏全国性的
外语教育规划是造成中国英语教学费时低效的主要原因，外语界应该反思英语教育理念，回
归英语课程育人功能，从“顶层设计”提出解决办法，并呼吁建立统一的中小学英语教学体
系。义务教育阶段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确立“以培养和发展学生核心素
养为宗旨的课程目标”，是“高中课程标准的有机衔接”，并划分１—５五个课程目标级别；高中
阶段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明确指出是“进一步完善中小学
课程体系做的再次微调”，且将英语课程目标划分为６—９四个等级。可见，从义务教育到高
中学段，逐级而上的英语课程目标要求有较强的衔接性。然而大学阶段的课程标准称为《大
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将大学英语教学分为三个层次：一般要求、较高要求、更高要求。且
针对不同层次提供《大学英语参考词汇表》，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
听说能力”。此命名和划分切断了之前英语教育清晰的目标要求，模糊了大学阶段英语教育
的侧重点，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英语课程规划的一致性。
因此，我国可合理规划各学段英语教育的教学主题，确立相应的课程目标，并采用连贯

的语言评价标准及手段，以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３．设置国家级外语教育规划机构，外语政策制定过程合法化

１９６４年我国发布《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以来，半个世纪过去，我国仍无新的国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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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外语教育规划或者外语教学总体方案。根据前文对荷兰历史上外语教育规划的总结和
归纳，可以发现，纵观荷兰外语教育政策的历史，各项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发展都是一个
立法和监管的渐进过程：《１８０６年法案》至《１８５７年法案》主要关注基础教育阶段的外语教
学；１８６３年之后，外语教学改革的重点放在普通高中和文法学校的外语课程及教学方式上
（鲁子问，詹先君２００８）；直到《１８７６年法案》颁布，外国语言文学才正式成为高等教育里的学
科；《１９６８年大法案》的实施让全国的中学生都有机会接触并学习一门或多门外语。荷兰外
语教学渗透所有教育层次，不仅关注课程质量、重建教育系统，而且政策制定者明确指出了
其外语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

然而我国１９７９年教育部印发的《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对外语教育规划只是泛泛
其词：“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做好长远规划”。我们的政府机构从来没有为外语教学制定
长期计划，外语教育规划机构互不隶属，也没有设立一个单独机构来管理这一领域的工作。
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委员会的工作未曾涉及外语的地位、使用和教学。外语教学多
年来一直由教育部或高教部下属的一个司或处管理。这会导致学生由于缺乏对社会语言生
活的整体看法，从而对语言系统的自我调控理解不足（赵蓉晖２０１４）。外语规划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问题，涉及许多因素，如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因此，正如鲁子问（２００６）所指出
的，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的职能应该扩大，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外语教育政策机构，并使外语
教育政策制定过程合法化，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一国语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直接影响着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陈美华，陈祥雨

２０１７）。荷兰的外语教育政策主要由政府和法律部门推动，多年来由上至下共同参与外语教
育规划，合理运用战略取得了预期效果：大多数中学教授三门外语：英语、法语、德语，所有其
他外语则由高等教育的专业学院教授。除政策支持外，经济需求、地理位置以及社会文化价
值等皆是影响荷兰对外语能力重视程度的因素。荷兰外语教育规划的发展过程和思路，可
以为他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参考。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国家外语中心主任

Ｌａｍｂｅｒｔ就曾在美国借鉴推行过“荷兰国家行动计划”指导下的外语教育规划政策，并指出，
美国需建立全国性的外语规划系统，以更好适应美国经济发展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该思想
指导着美国外语教育政策从单一化走向系统化，提升了美国对外语教育政策的重视程度。

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西方历史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在制定中国外语教
育政策时，悉数照搬荷兰教学规划和评估手段等行为并不可取。既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又不能盲目跟风，也应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问题，构建具有导向性、操作性、执行性的外
语教育政策和战略。希望我国的外语教育规划能朝着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提高国
家综合实力发挥其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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